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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37年，邓云特(邓拓)在撰写中国首部救荒史

时，自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至今含糊

不清”的“救荒”概念，盖因前人对它的理解局限于自

然灾害对人类的冲击，而忽视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失

调及其与灾荒的关系。对此，他开创性地将“救荒”

界定为“防止或挽救因灾害而致社会物质生活破坏

之一切活动”①，并将“禳灾”这一祈求神灵消弭灾异

的社会活动也纳入救灾的研究范畴。从灾害历史学

的角度看，邓拓对禳灾的学术定位不仅确立了将其

置于救灾框架中加以剖析的基本范式②，也与古人对

禳灾的理解遥相呼应：《说文解字》将“禳”释为“磔

禳，祀除厉殃，古者燧人禜子所造，从襄音(汝羊)”③，

该定义除了解释禳之基本功能外，更将禳之发明权

归于“吾国开化之迹”的燧人氏④，反映出古人对禳之

重要性的认知与想象⑤：华夏文明自古多灾多难⑥，从

殷商到东汉所记载的灾害至少有 950次 (先秦 227
次、秦汉 723次)⑦，有关禳的记载则多达 253条⑧，这

说明面对绵延不绝的各类灾害，先民除了物质层面

的抗灾与救灾之外，还需要精神层面的抚慰和鼓舞，

因此，邓云特认为禳灾这一“天命主义的禳弭观”统

驭了秦汉之后的各种治灾救荒思想，并视之为“中国

古代救灾思想的原始形态”⑨。

禳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引发了学界的浓厚

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学科：(1)历史

学，分为灾荒史的救灾研究和文化史的祭祀研究两

种路径，前者将禳灾作为救灾的组成部分，分析其蕴

含的救灾思想和其囊括的救灾举措⑩，还有些断代史

专著探讨不同时代的禳灾实践；后者将禳灾作为祭

祀的组成部分，阐释其文化史或思想史意义，如王国

维、陈梦家、裘锡圭等从甲骨文考释的路径去分析殷

商的禳灾祭祀文化，郑振铎也专门阐释过古代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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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祭祀的现象。(2)民俗学，主要关注作为区域习

俗的禳灾及其与民间信仰、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

联，如刘梦颖对民俗学中禳灾信仰与仪式的研究，叶

明生对闽南傀儡戏中禳灾仪式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探

讨，陈雪英对西南地区禳灾中民众对灾难认知的表

述、实践及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等。(3)文学人类学，着

重考察文学作品的禳灾功能及其人类学意义，如叶舒

宪指出研究禳灾文学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学在社会生

活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发生的现实文化语境，王艳凤、

阿婧斯对蒙古史诗禳灾功能的源起及现实研究等。

上述研究对我们理解禳灾无疑具有很高价值，

但在该议题的学术对话中，传播学尚处于缺席状

态，这不仅是传播学科的遗憾，也遮蔽了禳灾所蕴

含的丰富传播意涵，例如：作为一种仪式，禳灾的出

现反映了先民哪些沟通的意图和实践？建构了怎样

的社会秩序？在针对突发事件的禳灾中，不同主体

如何解读危机和进行风险沟通，其中蕴含了哪些危

机传播思想？作为政治传播的禳灾是如何发挥“社

会维稳”功能的？在此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君权、

神权、相权、民权)又展开了怎样的对话和博弈？最

高统治者是如何利用禳灾来彰显其统治合法性？等

等，均是颇具传播学趣味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以

先秦至两汉的禳灾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仪式传

播、危机传播和政治传播等理论视野对上述问题链

展开探讨。

二、“因神附愿”：禳灾仪式的起源及其传播模型

传播学者罗森布勒(Eric W.Rothenbuhler)指出，

宗教的、世俗的仪式或礼仪活动都具有象征意义，因

而具有传播特性，甚至是一种强有效的传播机制。

古代中国的禳灾仪式自然也不例外，为了能对其进

行正本清源的研究，有必要引入“传播考古学”的思

路。据冯天瑜考证，禳灾仪式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

就已出现于原始部落中，主要以歌舞传递祈雨信

息。而对禳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商代(甲骨文写作

“ ”字)，赵诚认为“禳”将“往”字借用为祭名，即后世

之禳祭，为攘除凶殃之祭，如“庚申卜，旅贞，往妣庚

宗”。徐中舒则从字形上辨认该字“从之从王……

之也，去也，从此适彼也”，因而“禳”也从“往”字借

得了“移走”之义。此外，诸如“贞：舞，有雨？”“贞：今

日奏舞，有从雨？”等记载也证明商代旱灾会举行求

雨的禳灾仪式。

而“禳”之本字最早见载于文献是在周代，在

《周礼》《仪礼》《左传》《晏子春秋》《韩非子》等典籍中

出现过多次，借助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尝试为禳灾仪

式建构一个传播模型。祝建华曾指出，传播学尤其

擅长用“理论模型”来进行自我阐释。有鉴于此，下

文将借用传播学中经典的“5W”模式，从“谁，在什

么情境下，为了什么目的，表达了什么，对谁”五个元

素来建构禳灾仪式的传播模型(见图 1)，并对其各个

要素分别展开讨论：

(一)禳的主体：决策者和实施者

先秦时期，禳灾的行动主体由决策者和实施者

组成，决策者一般是权力机构的统治者，如天子、国

君，权臣等；实施者则既有官方特定的岗位，如《周

礼》中记载的女祝、小祝，大宗伯等，《左传》中记载的

大祝、宗人，祝史等；也有临时性的实施者，如出访归

来的使者、善施巫术的伯常骞等，这些主体或为权力

体系的各级官僚，或为统治者身边的巫师，说明禳灾

图1 禳灾仪式的传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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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时就是由官方机构发起并主导进行的一种仪

式，禳灾的主体决定了其传播的信息代表了统治阶

层的意志；而且从其人员配置来看，不仅有整齐的专

业班底，还有灵活的外脑调配机制，由此可见禳灾在

主体上具备了相对成熟的传者谱系，可以视为一种

组织齐备的传播行为。

(二)禳的情境：举行仪式的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是常被传播学研究忽视但不可或缺

的两个维度。其中，时间维度有助于理解传播对人

类社会生活流程的秩序建构，就禳灾仪式而言，其

发生时间可分为两类：一是在灾异发生之后，希望通

过与神灵的沟通迅速祛除灾异，属于针对突发事件的

应急措施；二是在灾异尚未发生之时，希望通过与神

灵的沟通来驱散可能存在或到来的灾异，属于针对日

常活动的既定程序。前者如《周礼》中女祝的禳灾是

“掌以时”，郑玄注曰“谓随其事时，不必要在四时也”，

即一旦有灾异就可举行禳灾仪式；后者如《周礼》中鸡

人的禳灾是“凡国事为期，则告之时”，即针对程序性

的“国之大宾客、会同、军旅、丧纪”等活动时固定举行

的仪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禳灾的时间安排，均

属于按照已设置好的议程进行的传播仪式，因此看似

不同的制度设计，其功能却有共通之处：通过固定的

传播时间设置，将禳灾“内嵌”到国家和民众的日常

生活中，使其内化为民族的一种共同记忆。

而空间维度的考察则有助于探讨传播的具体环

境对于受众理解其意义的影响，即在传播发生的空

间中思考信息、人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禳

灾仪式而言，其传播所处的位置绝大多数是在开放

空间，如《周礼》记载的“疆及郊、九门”；《左传》记载

的“四鄘、国北”，这样的地点选择可能出于两种考

量：一是特定地理位置的象征意味，如选择“国北”来

禳除火灾，就是因为“北为阴，以大阴禳火”；二是顺

应习俗的公共空间，例如不少文献提到禳灾的地点

是“祷于桑林”，就是因为桑林一直以来都是“群众性

的约定俗成的社祭活动举办地”。由此可见，禳灾

的空间选择充分体现出其仪式的传播诉求——既要

顺应民俗传统，又要让民众有参与的可能性。

(三)禳的诉求：祈神消灾以附民之愿

从传播学角度看，举行禳灾仪式所表达的诉求

非常明确，即顺应民众的需求，希望通过与上天神灵

的沟通来祛除未知或已有的灾异，即所谓：“因神之

欲，以附百姓之愿。”其求助的神灵可以分为三类：

天神(如天帝、玄冥、回禄等)、地祇(土地神、河伯等)和
人鬼(先祖、方相氏等)，而且不同神灵在禳灾中有明

确分工，如天帝的职能是缓解旱灾，方相氏的职能是

驱鬼逐疫，玄冥和回禄则对应消除水患和火灾等。

按照灾异的本体特征，可以将禳灾仪式的祛除

对象分为四类：一是自然灾害，如风、旱、四时恶气，

寒暑不时等；二是人为灾难，如火灾、灾兵，灾祸等；

三是自然异像，如彗星、流星、夜枭、疾殃、皋疾、罪

疾，噩梦等；四是超自然异像，如厉鬼、地气、妖祥、尸

气、灾变之气，骄虫等。可见，古人在面对现实中或

想象中几乎所有灾异时，都储备了相应的禳灾仪式

将其祛除，由此可推论禳灾是一种非常普遍和常用

的仪式传播。

(四)禳的表达：语言、道具和行为

禳灾仪式的表达需借助言辞、祭品和行为等象

征符号进行。在语言层面，用来禳灾的言辞被称为

“祷”，即“周急之请，禀告祸患而请助”，而祷辞则包

含了祷灾、祷疾、祷噩梦、祷兵死者等多种，如“天其

将亡予邪？不说吾过，极吾罪也”，“今天大旱……朕

将有罪，无及万方”(《墨子·兼爱下》)等，说明禳灾者

在与神灵沟通时，至少在语言层面是充满诚意的。

除语言之外，更能表达沟通诚意的是专门为禳

灾配置的道具，其种类非常丰富，如：《周礼》记载的

羊牲、羊肆、羊殽、肉豆、牛、马、狗，尨等；《左传》记载

的瓘斝、玉瓒、桃弓，棘箭；《管子》记载的楸树；《山海

经》记载的雄鸡等，这其中既有常规的祭牲，又有富于

象征意味的器具，而且不同的道具适用于禳除不同的

灾异，如“凡时祀之牲，则用栓物。凡外祭毁事，用尨

可也”，“盖大难(通傩，即禳灾仪式)用牛，其余杂禳，大

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鸡”(《礼记疏》)等等，反映出禳

灾仪式已然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表意符号体系。

此外，禳灾仪式中的行动其实也可视为传递特

定信息的符号，如《周礼》中“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

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就是为了“欧疫恶

梦、厉鬼”，而“衅鼓、衅甲兵”是为了禳去军旅、丧纪中

的恶祥，“疈而磔之、张磔牲体”是为了止风和度过不

顺之年；《仪礼》中“朝服，载旃，禳，乃入”，是为了祛除

使者从外面回来所可能携带的灾异；《管子》中“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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熯造……楸树鬰臭，故烧之于新造之室”则是为了禳

祓瘟疫和毒气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禳灾仪式中的

精细分工及其形成的与神灵沟通的整套行为规范。

(五)禳的受众：不可见的神灵和受灾的民众

从传播对象上看，禳灾仪式的受众其实存在于

两个维度：首先，禳灾仪式中所有的表达都指向不可

见的神灵，希望神灵能接受到人间的求救信号；其

次，禳灾仪式也需要将祈神过程展示给受灾民众，试

图让后者感受到统治者的救灾努力。在与神灵对话

的维度，其实也是不同权力主体在禳灾仪式中意义

争夺最为激烈的维度，从巫觋到君主，从士人到将

领，都试图宣告自身能够解读神灵发出的信息并予

以回应，从而通过展示与神灵的沟通能力来建构自

身的权威地位。

而在向民众展示的维度，则主导禳灾仪式的不

同权力方均意识到民众参与的重要性，因为禳灾本

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安抚受灾民众，以表示当

权者在救灾上的有所作为。如《周礼》中“从天子下

至庶人，皆得难”，《吕氏春秋》中“国人傩”等均证明

了民众会参与其中。此外，“汤以身祷于桑林”事件

中所载的“民乃甚说”(《吕氏春秋》)，也说明禳灾仪式

具有面向民众进行的公共性特征(至少是为民众所

知晓的)，是一种组织或群体传播行为，而非纯粹的

天人沟通或人际传播行为。

综上，作为仪式的禳灾行为已内嵌于先民的日

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传播功能，甚至可视为“一

种战略行动(strategic action)，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

阻止侵犯，并消除可能影响社群和谐的危险因素”。

而禳灾不同于其他仪式的重要特征在于其具有危机

应对的独特性——东汉郑玄指出，周代本有“招、梗、

禬、禳”四种仪式，但到汉代时，其他几种祈福的仪式

都已消失，“四礼唯禳其遗象今存”(《周礼注疏》)，这
既从侧面说明禳灾作为化解危机之仪式的重要性，

也启示我们要想深入理解禳灾，必须透过仪式传播

的“表层”进入到危机传播的“中层”。

三、“恤民之心”：禳灾中的危机传播思想

在传播学畛域中，植根于西方现代语境的“危机

传播”一般指“危机情境下组织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对话”，尽管国内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现代政府和企业

组织的危机应对，很少关注历史上的危机传播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毫无关联。相反，危机传播对于

特定风险情境与人类沟通行为之互动性的关注，正好

为禳灾研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借此得以探

索其透过仪式传播表层之下的更深层命题，如：当遭

遇灾异时，先民是如何试图通过与天沟通、与人交流

的传播路径来化解危机？是什么影响了他们对风险

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不同人群对危机传播的价值判

断有何差异？其判断的逻辑为何？等等。对此，本节

拟从禳灾中不同主体的视角来探讨上述问题。

(一)统治阶层对禳灾的态度及原因

虽然禳灾久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风险应对仪

式，但其决策过程并非总是规行矩止，而是时常伴随

着分歧和争议。按禳灾决策者的态度差异，可将其

分为三派：

1.赞成派。对禳灾持肯定意见的，多为替民请

命，希望用禳灾行为来应对涉及民众利益的公共危

机。例如在《春秋左传正义》中，郑国的子产“为火

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就被认为“礼

也”；《礼记疏》也指出：如果“春夏秋冬四时之气不

和”“寒暑大甚”或“寒暑顿无”，统治阶层都应该“祭

禳卻之……水甚祭水，旱甚祭旱”，因为这些灾异会

“为人害”。由此可见，赞成派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考

虑到禳灾仪式能够减轻灾异带给民众的灾难。

2.反对派。对禳灾持反对意见的，多是反对统

治者因为一己私利受威胁而进行禳灾活动。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晏子多次反对齐王禳灾，如齐景公试

图对彗星和噩梦“禳之”时，晏子直言“无益也”，并让

景公“设文而受谏，谒圣贤人”；当齐景公要伯常骞禳

除恶鹗时，晏子制止说：“为之无益，不为无损也。”并

进谏：“汝薄敛，毋费民。”还有楚昭王遇到赤云异像

时，周太史建议他通过禳灾将这种有害君主的灾祸

转移给令尹和司马，楚昭王当即拒绝，认为这无异于

“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同样体现出反对因一己

私利进行禳灾的思想。

3.中和派。即将“禳灾”和“修德”中和起来，指

出统治者应该改进德行，以感动上天使其减轻灾

异。例如，《尚书注疏》指出：“贤王言能以德禳灾。”

并解释道：“由勉行其德，故无有天灾。言能以德禳

灾也”；孔安国则指出：“天作灾者，谓若太戊桑谷生

朝，高宗锥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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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也认为：“失于常德，灾异乃见，修而禳之，事在末

后，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即灾异后修德已是

亡羊补牢，在灾异未发生时就应该修德。这一派委

婉地表达出反对用仪式禳灾的做法，并巧妙地将禳

灾的路径指向改进统治者德行上。

不过，上述三派在禳灾态度上貌似相异，但其底

层逻辑却是一致的，即均认为统治者在面对灾异时

应该有“恤民之心”：支持统治者进行禳灾，是肯定禳

灾有利于民；反对统治者出于私利的禳灾，也是借此

劝其多顾及民众；劝说统治者修德以禳灾，更是希望

通过修德来造福民众。因此，“恤民之心”可以视为

理解禳灾中危机传播思想的关键支点：当危机来临

时，统治者是否应该禳灾，取决于该传播行为是否符

合“恤民之心”。

(二)普通民众对禳灾的态度及原因

从危机传播的视角看，禳灾作为一种面向民众

举行、希望民众知晓并支持的风险沟通行为，其传播

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因此，要想理解古

人的危机传播思想，还需要考察民众对于禳灾的认

知和态度：当灾异来临时，他们如何看待官方举办的

禳灾仪式？造成其态度的深层原因为何？概言之，

民众对禳灾的态度集中体现为两点：“行重于果”和

“民重于物”，其核心也是希望能够感受到统治者的

“恤民之心”。

1.“行重于果”是指对于民众而言，当灾异发生

时，统治阶层是否举行了禳灾这一传播仪式，比该仪

式是否有实际效果更重要。例如，当“商汤克夏而正天

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时，“汤乃以身复祷于桑林……

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

甚说，雨乃大至。”(《吕氏春秋》)这段史料中最值得注

意的是“民乃甚说”的位置——它出现在“祈福于上

帝”之后、“雨乃大至”之前——亦即当旱灾发生时，

能够让民众感到高兴的首先是统治者为了祈雨而

“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等禳灾的行为，而非

禳灾的结果(“雨乃大至”)，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说

明民众在意的是统治者的禳灾举动——因为这代表

着君主对民众的关心，至于是否能够真正的起到减

灾效果，则是次要关注的问题。

2.“民重于物”是指当面临危机时，民众会非常期

待统治者拿出财物祭祀神灵，因为这关乎神灵是否会

帮助己方，他们认为统治者应该更爱惜自己的人民而

非财物。据《春秋左传正义》记载，楚国子玉在战争的

危难关头拒绝用琼玉祭祀河神，荣季劝说未果，最终

战败，荣季指出：“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

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这就非常清醒地认

识到危机中禳灾对于提振士气的重要性。后汉刘炫

更清晰地分析了禳灾对民众的心理激励机制：“若子

玉从神所求，不惜琼玉，则国人以为神得所欲，必将助

已，自当三军用命，战士争先”，而当国人发现子玉吝

惜财物不愿禳灾时，就会觉得“神必不助”，结果“众意

皆阻，莫不畏敌”，如果统治者在此关头“犹尚爱惜此

物，是无恤民之心”，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在民

众看来，禳灾与否其实反映的是统治者有无“恤民之

心”——如果统治者把私人财物看得比民众更重要而

不愿意献祭给神灵以禳灾时，被得罪的神灵自然不愿

意庇护本国，结果民心尽失，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综上所述，看似迷信的古代禳灾仪式其实蕴含

了深刻的危机传播思想，那就是告诫统治阶层在危

机关头要少考虑个人得失，而应该把民众利益放在

首位，并通过禳灾仪式将“恤民之心”明白无误地表

达出来——禳灾不仅是为了讨好神灵，更要证明统

治者为了帮民众战胜灾异而不惜财物，正如邹振东

所指出：“灾难时期是民心最脆弱的时候，弱者需要

强者用更关切的传播来表达对他们的在乎。”

当然，如果透过“恤民之心”去探究禳灾的现实

目的，则不难发现统治者之所以要通过禳灾来传播

其恤民之心，其实是为了在灾异到来之时安抚民众，

避免因灾而起的社会动乱。从这一意义上看，禳灾

中蕴含的危机传播思想其本质仍然可视为一种“维稳

思想”，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对禳灾进行更深层次的发

掘，触及到统治者的合法性建构、不同权力主体的博

弈等政治议题时，就需要引入政治传播的研究视野。

四、“以禳维稳”：禳灾中的政治传播及其权力

博弈

孙旭培在编写《华夏传播论》时，将政治传播放

在中国古代各类传播之首，并认为其中最具中国特

色的形态之一就是朝廷决策传播。如果将政治传

播理解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

同、内化等有机系统运行过程”的话，那么禳灾显然

也属于该范畴：面对灾变，统治阶层需要将其祈神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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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的决议通过各种仪式传播给民众，以“对冲”突发

性灾异造成的群体性恐慌，实现稳定民心和维持秩

序的政治效能；而从信息层面看，灾异不仅在发生上

不可预知，其疏解也是不可控的，所谓“天意难测”正

好给不同权力主体的禳灾提供了一定的阐释空间：

如何按照于己有利的方向来解读灾异所传达的“上

天意图”，并说服其他主体依此行事，成为各方博弈

的关键性议题。基于此，下文将主要阐释古代禳灾

如何发挥“社会维稳”的政治传播功能，并顺及讨论

其背后所暗含的权力分配和调整等问题。

(一)“王命禳之”：统治者对禳灾维稳机制的主导

作用

在灾异频发的古代中国，由于灾害引发社会动

乱乃至王朝更迭的史实，不能不引起统治者对禳灾

的足够重视——面临灾变，统治者首先想到的是我

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维稳”，这也正是前文“恤民思

想”的最终所指。特别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难以

在现实层面战胜灾异时，在精神层面抚慰民心的禳

灾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自殷商时起，禳灾就是王

室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最高统治者在不

同历史背景下会采用不同的禳灾策略，但其目的一

直都是设法让民众感知到其应对灾异的努力，以此

来安稳民心并建构其统治的合法性。

1.在商代，由于大一统帝制尚未建立，君主在面

对灾异时通常以主动承担罪责的方式进行禳灾，并

通过将其传播出去以赢得民众认可和支持。当君主

以一人之身担当上天对于整个国家的责罚时，既凸

显了其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也向民众展示了其“恤

民之心”。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商汤“自焚祈

雨”的禳灾事件：“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

曰：我本卜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将自

焚以祭天。”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虽然“自焚祈雨”

不一定属实，但这一禳灾事件的传播说明先民“创造

了一个他们所共有的记忆叙述……真正的问题不是

‘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希望记住什么’”。借鉴

张星久对古代君权合法性的分析框架，这一行为可

以视为商君依据当时普遍的信念模式(遇灾必禳)所
进行的合法性“表演”：他通过演出特定的“文化剧

本”(以己为牲)，以迎合被统治者对合法性的期待，

进而建构了一个在危难关头舍身为民，最终感动神

灵纾解旱灾的神话——“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

一心归之”(《越绝书》)，这也就实现了其通过禳灾来

赢得民心之终极目的。

此外，在“以禳维稳”的政治传播机制中，君主对

于民众的动员和统领也是不可或缺的。《礼记》中记

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其中“率民”二字充分禳

灾活动中的民众参与性——据晁福林考证，当时“从

商王到一般贵族和职官，以至于作为普通氏族成员

的‘众’，都可以到堂参加(禳灾等祭祀)活动”，这也

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动

员民众参与禳灾祭祀的原因在于：权力阶层需要将

其与神灵沟通的权威和为疏解灾异所作的努力传播

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以建构其统治合法性的群众基

础，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任何一种

真正的政治关系都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最低限度的服

从愿望……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

性的信仰。”

2.在秦汉帝制逐步完善之后，由皇帝主导的禳

灾不仅不再“以己为牲”，更将禳灾重心从象征性的

祭祀仪式转移到实务性的行政举措，通过政府的自

我调节来应对灾异冲击。在汉代以前，禳灾基本上

属于祭祀的精神范畴，很少涉及到具体的行政整改

措施；但汉代帝王在禳灾时除了因循传统的仪式之

外，还开发了更多实际的行政指令以增强其维稳的

政治效能，其中既有针对官员阶层的良性调整，如宽

赦自主赈灾者、开言路、选贤良等，也有作用于平民

群体的仁政举措，如出宫人、归葬野尸、大赦、录囚、

缓刑、寝兵等。这些举措将禳灾的重心从过去作用

于精神世界、偏重象征层面的祭祀仪式，转移到作用

于现实世界、偏重管理层面的行政措施，其传播效能

与其说是讨好上天，不如说是顺应民意，让民众真切

感知到禳灾的现实效果，进而实现维稳之终极目的。

尽管赦囚、免三公等禳灾举措可能会扰乱法制

秩序和削弱执政能力，但从政治传播视角看，其象

征意义要大于实际价值，因为民众关注的重点并不

在于禳灾的实际效果，而在于帝王是否及时对灾异

进行了符合社会期待的应对仪式。正如库德瑞

(Nick Couldry)曾指出的：人类的仪式传播有时候不

是确认共享的价值，而是管理冲突和掩饰社会不

公，由最高权力者主导的禳灾仪式正是为了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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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异引发的阶层冲突和掩饰积习已久的社会不公。

(二)以禳图治：士阶层对禳灾维稳机制的改造

利用

钱穆曾指出在古代中国的政权结构中，相权是

仅次于皇权的重要力量，承担了执政过程中“一切实

际的责任”。而在东周到两汉期间，相权中出现了

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抱负的士，当国家遭遇

灾异时，他们作为辅佐皇帝的高层官员，除了要主

持现实层面的抗灾、救灾和赈灾之外，还需要通过禳

灾来安抚民心以维护社会稳定——尽管从春秋时起

就有人质疑禳灾的实效，但更具政治谋略的有识之

士则巧妙地借禳灾之名，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演绎

出不同的沟通策略，通过改进君主治理水平、顺应民

意诉求和鼓舞民众士气等方式来化解灾异带来的冲

击，变相地实现了其励精图治的政治抱负。

1.对于君权，士阶层发展了从“借禳进谏”到“以

禳治国”的政治传播策略。所谓“借禳进谏”，指的是

在东周时期，当灾异发生后，士阶层巧妙地将其解读

为上天对君主执政不力的警示，顺势提出改善治理

水平的建议。如上博简《鲁邦大旱》所载：鲁哀公十

五年大旱，哀公问孔子如何禳灾，孔子却反问：“邦大

旱，毋乃失诸型与惠乎？”即认为旱灾是朝中刑罚和

德惠失当的结果，因此既要顺从民意祭祀神灵(“毋

炁珪璧帛于山川”)，又要正确使用刑与德(“政刑与

德”)。而当君主生病后想以禳祛疾时，臣子也会借

机将病患与德行联系起来加以进谏，如晏子劝说患疥

痁的齐景公要想痊愈，“修德而后可”，景公从谏，“使

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说明“借禳进谏”在

特定历史情境下取得了改进执政水平的传播效能。

但东周士阶层的“借禳进谏”只是建议君主“修

德以禳灾”，并未深入解释“修德何以禳灾？”，这一问

题直到汉代以董仲舒等提出的政治灾异学说才给出

了系统回答：他们引入阴阳五行学说来重新解读灾

异与政事的相关性，建构了“一个拥有天然合理的终

极依据、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

并切合当时并可供操作的政治策略在内的庞大体

系”：即把天作为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使帝王的

权威有了来自上天的支持，以保障帝国的观念统一

与社会安定；同时将上天设置为帝王权力的监督者，

君主如果德行有失，天就会以灾异示警(“灾者，天之

谴也……尽生于国家之失”)，从而寄希望于君主会

因为灾异而有所收敛，知识阶层也能通过解读灾异

信息和提出改进举措，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是为“以

禳治国”。从政治传播层面看，尽管灾异信息的多义

性使“以禳治国”的策略容易沦为不同集团政治斗争

的工具，但在历史上，这一举措确实发挥过社会维

稳的功能——西汉朝廷在歉收、地震等灾异后，均会

颁布施行仁政的诏令以禳灾，客观上起到了撤销苛

政，改善民生的效果。

2.对于神权，士阶层在理论上质疑和批判巫觋

对于禳灾的神化，在实践上则“以禳除巫”，打击影响

社会安定的巫觋集团。在春秋时期，尽管祭神祀鬼

仍是国家大事，但巫觋已经退出了核心的政治舞

台。在此背景下，士阶层不仅在理论上揭示巫觋的

虚妄，如《荀子》所载的“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

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更在实践中借禳灾对巫

觋加以打击，如西门豹发现巫觋借禳灾献祭导致邺

地人心惶惶时，便在禳灾仪式中对巫觋进行了“还诸

彼身”的报复(“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以公开处刑

的方式连杀数人，制造了一起影响甚广的“以禳除

巫”事件。可见东周时期的有识之士不仅认清了禳

灾的本质，更能将其改造为顺应民意和启迪民智的

政治传播工具，通过打击蛊惑人心的巫觋势力来维

护地方稳定。

3.对于民众，士阶层则利用民众普遍的鬼神信

仰，在面临危机时通过禳灾进行社会动员，促使民众

齐心协力以应对外来冲击。例如，当齐国大将田单

面对燕国围攻的亡国危机时，首先下令全城举行禳

灾仪式(“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当“飞鸟悉

翔舞城中下食”时，遂宣称这是神灵下凡帮助齐国的

祥瑞，给予民众积极的心理暗示；接着又与一名扮演

神灵附体的士兵相互配合(“师事之，每出约束，必称

神师”)，让民众愈发坚信神必助我，更加同仇敌忾，

最终击败燕国，解除了危机。这说明在特定情境下，

士阶层能够通过禳灾这一政治传播活动来凝聚民心

和重整士气，以化解外来危机。

(三)借禳争权：禳灾维稳机制中的权力博弈

政治学者罗斯金(Michael Roskin)曾指出，政治学

关注的焦点就是权力，此言有深意含焉，因为权力

亦是政治传播的焦点所在：统治阶层主导禳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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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社会维稳，但在中央集权制度

下的最高权力者势必会试图借此制约和削弱其他权

力主体，而灾异的外部性、不可预知性和不可控性又

给其他权力主体提供了一定的博弈空间。因此当灾

异发生时，面对外部民众，统治阶层心照不宣地通过

禳灾来纾解灾异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冲击；但在统治阶

层内部，不同权力主体却在处心积虑地算计如何对灾

异做出对己最有利的阐释以实现自身权力最大化。

具体而言，先秦到两汉禳灾中的权力博弈主要在两

组关系中展开：君权与神权、君权与其他世俗权力。

1.从制衡到规训：禳灾中的君权与神权。在商

代的禳灾中，商君必须依靠贞人占卜与神灵沟通以

作为政治决策的依据，且当时贞人多为部族首领，

具有“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的强大权

力。为了与之展开博弈，商君采用了两种策略：一

是设计“习卜(对同一件事的多次占卜)、三卜(用三块

甲骨占卜同一件事)”等制度，以便能够选择最接近

自己意愿的“神谕”，削弱贞人对灾异的解释权；二

是利用“暴巫、焚巫”来威慑贞人，即当巫觋的占卜失

准时，商君会下令暴晒甚至烧死巫觋以禳灾，地位再

高的巫也不能免除牺牲。上述手段都可视为君权

对于巫觋权力的制衡，使其在干涉政治时有所顾忌。

而周武王克商后，汲取了商王自恃天命却灭亡

的教训，领悟到“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遂将道德作

为政权建设的核心，正所谓“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

之器械”。具体到禳灾中，周代统治者主要采用了

以下两点策略来进一步削弱神权：

在禳灾的路径选择上，周代统治者开始倚重自

身道德(而非法术)的力量来感动上苍以祛除灾异。

如《尚书·金藤》所载：当周成王面对“天大雷电以风，

禾尽偃，邦人大恐”之危机时，他并未求诸占卜(“其

勿穆卜”)，而是将天灾归咎于自己听信谗言冤枉了

周公，导致“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于是他痛改前

非，亲自去郊外迎接周公，最终“禾则尽起，岁则大

熟”。再如，当周代有日食发生时，统治者常会减膳

降服以示反省，说明其开始超越了以占卜定吉凶的

原始思想，而更多依靠自身的道德行为来禳灾。

在禳灾的求助对象上，周代统治者开始将先祖

纳入神灵的范畴，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后人战胜灾

异。据《周礼》记载：当“国有祸灾”时，负责禳灾的官

员会“祷祠于上下神祇”，其中“上神”就包括了祖

先。通过这种禳灾仪式，周代统治者建构出一种与

先人对话的秩序：祖先为王室提供了历史基础和政

治合理性，而王室则通过对祖先的追忆和祷告，将禳

灾等祭祀活动打造成“最早体现、合法化及贯彻社会

等级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载体”。以上策略无疑削

弱了巫觋的权力并增强了天子的权力。

而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随着“以皇帝个人

为中心的政治结构之强化”，君权对神权的博弈从

过去的制衡、削弱变为更加强势的打击和规训，在禳

灾中主要体现为对地方神祇的象征性惩戒和体系化

整合。例如，秦始皇在巡游、封禅等“神权统一”的过

程中，有一次禳灾特别耐人寻味：当他“浮江，至湘

山祠”时，“逢大风，几不得渡”，按照惯例应该向神灵

祝祷以禳之，但秦始皇却以君临天下的气概，“问博

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尧女，舜之妻，而葬

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

山”(《史记》)。从政治传播的视角看，统治者显然试

图通过这一禳灾行为“起到对地方神灵的恐吓和威

慑作用……向公众展示皇帝和帝国的威仪”；而从

权力博弈的角度看，过去统治者在禳灾中对神权虽

偶有不恭(如子产质疑禳除火灾)，抑或违命不从(如
子玉拒绝献祭河神)，至多也就稍加警告(如楚简王在

求雨时“鼓而涉之”)，秦始皇却首开“以惩代禳”的

先河，通过伐树赭山这一象征性行为来对神权进行

了近乎羞辱的打击和规训。

2.从“协商者”到“替罪羊”：禳灾中的君权和其他

世俗权力。在中央集权制度尚不成熟的商代，商君需

要借助各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禳灾仪式来团结其他统

治阶层成员，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如在“高宗肜

日”事件中，商王武丁在举行肜祭以禳灾时，发生了不

详之异象(“有雉雊于彝前”)，武丁遂询问祖己如何应

对，既是族兄也是大臣的祖己顺势提出了告诫之

辞。据考证，武丁之祭祀有其政治考量，因为此前商

代都是兄弟相继即位，但小乙却把帝位传给了儿子武

丁，所以武丁希望通过在禳灾中与族兄的“政治协商”

来弥合其内部分歧，以化解潜在的争权危机。

到了周代，周天子通过对禳灾的制度设计来进

一步限制诸侯的权力，即规定不同等级的权力主体

在禳灾中只能进行相应等级的仪式，以此来凸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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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权力的至高无上，并固化从中央到地方的等级观

念和等级制度。如《礼记》中“仲秋之月，天子乃傩”

就明确规定“诸侯以下不得傩也”；有些禳灾则是天

子诸侯都可以进行：“季冬云‘大傩’……称大，则贵贱

皆为也”。周代统治者还通过对祭祀对象的规定来赋

予地方诸侯不同的等级权限：除了鲁国因为周公的原

因可以祭天行常雩之礼外，其他诸侯只能祭祀境内

山川来行旱雩。这说明周代统治者已经开始借禳

灾的制度建设来传播“君臣有别”的权力观念。

而在秦汉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

强化，皇帝为了维护自身权威，开始在禳灾中将灾异

肇因从自己转嫁给丞相等高层官员，借此逃脱责任

和削弱相权。与先秦君主在禳灾时主动承担罪责不

同，汉代统治者开始只是通过下“罪己诏”或素服、素

食、避正殿等象征性行为来禳灾，后来发现自责无异

于承认灾异是因己而起，于是连罪己诏都懒得下，只

简单地通过改元、修庙、厌胜等方式来转移民众注意

力，或以罢免丞相或“三公”等方式让后者成为皇帝

的“替罪羊”，试图以此既能摆脱针对最高统治者的

“灾异天谴”思想框架，亦能平息民众对统治集团抗

灾不力的不满情绪。

综上，先秦至两汉期间“以禳维稳”这一政治传

播机制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由君权主导，当

遭遇灾异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通过向民众展

示其以身作则的领导担当和施惠于民的行政举措，

来赢得民心并维持社会稳定；二是由相权主导，当遭

遇灾异时，作为高层官员的部分士阶层将禳灾仪式

改造为咨政建言、祛除迷信或战前动员等传播手段，

来提升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应对灾异冲击。而在看似

冠冕堂皇的“以禳维稳”背后，统治阶层的不同主体

也在暗中展开权力博弈：各方争夺的焦点是如何解

释灾异传达的上天信息，又如何将信息传播给民众

以实现其政治效能？其结果是：尽管神权和相权先

后尝试通过对灾异信息的阐释来制约君权，但君权

还是借助专制制度完成了对其他权力的规训和整

合，并将禳灾变为论证其合法性的传播工具。

五、结语

黄仁宇尝言：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发现和批评

荒谬，而在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以现代眼

光观之，禳灾中虽有荒谬的迷信成分，但它却提供了

一扇观察中国古代仪式、危机与政治传播的绝佳窗

口。借此，研究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人在遭遇

灾异时的信息交流机制及其重要性，这也许正是邓

云特当年将禳灾纳入救灾史考察的良苦用心——直

至今天，在人类应对重大危机的救灾举措中，仍然可

见禳灾之踪影。

2020年初，为抗击汹涌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武

汉市急建“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学者田兆元指出

其命名大有深意：“八卦中，火属于离卦，雷属于震卦，

都是克制邪恶的力量……五行中‘震卦’属木，木生

火，所以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类似的禳灾举措还有

2014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前往清真寺为失联的“马

航 370”祈福、2016年高雄地震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

人马英九参与镇澜宫祭拜，等等。这说明，禳灾有其

不可替代的传播价值，即便是文明社会在遭遇重大危

机时，当权者仍需要通过类似禳灾的传播行为来树立

和传达勉力救灾的信念。如果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

人类在未来还将遭遇各类不可预知的灾异，彼时除了

物质技术层面的抗灾之外，精神层面的禳灾仍将或

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发挥其稳定民心的传播效能。

注释：

①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绪

言：何为救荒史”，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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